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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 

演化進程中的越南因素
（1971-1980）

●忻　懌

摘要：本文運用新近解密檔案，探討尼克遜（Richard M. Nixon）至卡特（James E. 

Carter）政府時期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的演進進程，以越南因素及安全邏輯

為索引，剖析中美的安全協調與戰略配合，探究亞洲冷戰轉型和共和國外交轉軌

邏輯是如何反映在中、美、越關係互動之中的。不同於學界流傳的「聯美制蘇」、

「聯美抗蘇」等評價1970年代中美關係的傳統且寬泛的說法，本文將中美構建的以

制衡蘇聯及其僕從國擴張為訴求的安全協調關係定義為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

係」。在中美關係由敵對走向緩和及至構建「制蘇安全協調關係」的進程中，越南

因素成為助推並檢驗中美關係革命性轉軌的關鍵支點，促發兩國嬗變安全觀、搭

建互信、運籌制蘇安全協調。1971年底開始，中國諒解美國在東南亞的安全部署， 

便利美國「體面」脫身越南戰爭，至1974年，中方弱化在東南亞的「革命外交」，

中美安全協調提速，亞洲冷戰趨於終結。1979年中國「對越自衞反擊戰」及其間中美

務實配合，彰顯中方以實力為着眼點調動美、蘇、中三角關係的大戰略。中美

「制蘇安全協調關係」經由越南問題持續考驗，在1980年代升級至所謂「初步戰略

關係」，中美聯手的對蘇「新冷戰」加速開啟。

關鍵詞：冷戰　中越關係　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　「對越自衞反擊戰」　

　　　　越南戰爭

尼克遜（Richard M. Nixon）至卡特（James E. Carter）政府時期（1969-1981）， 

美國借助中美關係升溫進而推動美蘇第二次戰略「緩和」1，舒緩冷戰困局。

此時，中美之間雖然存在台灣問題、意識形態等議題上的分歧，但為制衡蘇聯

＊	基金支持：「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專案：美國對華安全戰略研究（1969-2001）」

（專案號：21CSS002）；「2021年度陝西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專項科研專案」（專案

號：21YDYLYB002）。

c209-202207013.indd   62c209-202207013.indd   62 29/5/2025   下午4:1729/5/2025   下午4:17



	中美「制蘇安全	 63	

	協調關係」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25年6月號　總第二○九期

及其僕從國，雙方仍針對情報互通、技術轉讓、地區危機配合、戰略調整等

安全議題，實現了罕見且隱秘的政策協調與戰略配合。不同於學界流傳的中

國「聯美制蘇」、「聯美抗蘇」等評價1970年代中美關係的傳統且寬泛的說法2， 

本文將1971年至1978年前後中美構建的以制衡蘇聯及其僕從國擴張為訴求的

安全協調關係定義為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其中，凸顯中國由革命民族

主義外交轉型到現實國家利益至上和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路徑

的越南問題，是檢驗冷戰晚期中美關係由敵對步入安全協調的試金石，更是

助力中美兩國一同完成外交戰略現實主義轉型的關鍵平台。

綜合來看，中外學界已就1970年代中美關係「解凍」背景下的美越關係、

中越關係變化進行了較細緻研究。研究公認，尼克遜政府在越南戰爭中實現

戰略收縮，為中美關係「解凍」帶來促進作用；同時，學界注意觀察中越關係

嬗變，兩國敵對關係的形成與同期中美關係變化，挖掘其間繁複的亞洲冷戰

轉型邏輯3。而就1979年中國「對越自衞反擊戰」前後中美關係升級，則有學

者基於卡特政府時期《美國對外關係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等文獻進行了初步探索4。

既有研究以中越、美越關係變化為主旨，未有將越南問題投射於中美安全

關係，特別是中美制蘇戰略配合的具體演進進程之中加以探尋。學界亦疏於將

以越南問題為檢驗平台的中美制蘇合作態勢同美蘇緩和之間的負向聯動關係作

深度考察，對文化大革命末期中越關係嬗變背後，中國對外戰略的現實主義轉

軌以及中美就更廣泛的印度支那地區事務實現安全協調之剖析也尚待深化。

需要指出的是，針對冷戰後期中美關係史，學界對其中的「安全」要素重

視程度還不夠，相關研究多傾向於探析「解凍」外交、台灣問題、雙邊經貿等

常規問題，對於蘇聯謀求通過核打擊改變中國政權組成、美國對華提供戰略

核預警援助，以及中國存在聯美安全訴求等因素，仍舊關注不足，這導致學

界低估了中美在越南事務上迅速實現配合的複雜背景與安全動因5。越南因

素是凸顯中國聯美安全訴求的重要着眼點，特別是構成中美排除干擾、搭建

「制蘇安全協調關係」的關鍵平台，促進兩國迅速凝練出戰略共識與密切互

信。面對蘇聯企圖摧垮中國核力量、推動中國政權更迭，毛澤東致力於適時

發揮中國的制蘇價值，借助美國提升中國安全保障，其間對蘇制衡舉措之一

體現為中方促進美國「體面」脫身越戰，進而全身心投入西線制蘇。進入後文

革時代，鄧小平更加着重發揮中國的制蘇效能，確保聯美外交升溫，為中國

轉變發展軌道奠定堅實之錨，可見「安全」要素長期助推1970年代末以後中美

「初步戰略關係」的深刻影響6。

基於筆者在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獲得的福特（Gerald R. Ford）政府國務院

政策規劃室主任洛德（Winston Lord）檔案，以及美國近年來解密的《美國對 

外關係文件（1969-1976、1977-1980）》「越南：基辛格—黎德壽談判卷（1969年 

8月至1973年12月）」、「東南亞與太平洋卷」等材料，加之利用「數字化國家安

全檔案」（DNSA）、「美國解密檔案在線」（USDDO）等資源，本文深入探討尼

克遜至卡特政府時期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的演進，以越南因素及「安全」

邏輯為索引，剖析中美就相關議題生發出的安全協調與戰略協作，進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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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究亞洲冷戰終結和共和國外交轉型邏輯是如何深刻反映在中、美、越關係互

動之中的，並以此總結中國調控戰略大三角（美、蘇、中）和小三角（美、中、

越）關係的冷戰經驗。

一　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的定義與內涵

自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於1971年7月9日秘

密訪華，至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接見他時稱中美兩國是「朋友」，需要“hand 

in hand”，「我們也不損害你，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共同對付一個壞蛋」7，並

提出制衡蘇聯的「一條線」戰略（下詳），再到同年11月基辛格訪華時提出建立

美中軍情聯繫熱線，以提升中國核戰爭反應能力的重大聯華提議，中美兩國

在短短兩年時間構建起「制蘇安全協調關係」。

面對1969年中蘇珍寶島衝突爆發後蘇聯領導層提出對華核打擊以改變中

國政權組成、重建蘇聯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式歐亞大陸霸權的安全 

態勢，以及這一時期蘇聯企圖借助美蘇《防止核戰爭協定》（Agreement on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從而為對華核打擊製造有利政治時機，「安全邏輯」

與「安全困境」這一組核心要素深刻支配着1970年代的美蘇中大三角關係。當

我們深入解讀1971年至1978年前後的中美關係檔案時，「安全」邏輯充盈其

間，主導中美關係演繹；經貿、文化等議題在當時仍未成為重要因素。尼克

遜對此直言不諱，認為對於中國來說，「重要的不是美國的金錢，而是美國的

實力，使中美走到一起的是國家安全這個壓倒一切的當務之急」8。基辛格也

指出，「中國朝向美國並同美國發展關係與台灣問題無關，所有的一切都因為

他們對於蘇聯懷有畏懼」9。

在1970年代初期中美政治關係層級依舊不高、台灣問題懸而不決、意識

形態矛盾仍存的條件約束下，安全關係卻能在特殊時代情勢下，以迥異於歷

史經驗的速度及強度，成為中美關係演進的核心動力。一時間，中美雖無同

盟之名，卻在戰略層面實現制蘇協調和協作，雙邊高層會談充斥兩國對於複

雜地緣安全議題的密切磋商。

自1971年底中美關係「解凍」至1973年中兩國關係大大改善，毛澤東於

1973年2月提出「一條線」戰略（即從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

歐洲再到美國這一條線上的國家聯合抗蘇），用以強調中美抗衡蘇聯的共同利

益bk。美國國務院及基辛格則先後提出具有「權宜之計」性質的稱謂，如：中

美制蘇合作關係、「心照不宣的同盟」，以及美中「準同盟關係」、「準戰略性關

係」、「特殊關係」等bl。得益於美中關係提質，美國政府收穫脫身越戰、削減

防務開支、逼促蘇聯達成美蘇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協定等戰略酬益，上述

稱謂反映了美方對於該時期美中關係的讚賞性評價。相對更加重視中國價值

的國防部部長施萊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將中國定位為「準盟友」，甚至稱

中國是「北約事實上的第十六個盟國」bm，尼克遜對美中關係的定位顯得較為

審慎，認為美中之間是「戰略協調」，為了「平行利益」，發展「平行行動」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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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尼克遜對華方略基調相協調，基辛格在1974年底擊敗施萊辛格等反對美蘇

緩和的政敵後，引導新任總統福特將美中就國際事務的配合繼續定位為「平行

合作」，由此維繫中美制蘇安全協調與美蘇緩和二元並行的大戰略。

「同盟關係」是嚴肅、規範且專門形容兩個或多個政治行為體之間所作出

的關於相互軍事援助承諾的術語；「安全承諾」是同盟關係的核心。美方雖然在

1977年前曾數次提出會在蘇聯打擊中國時履行幫助中國的承諾，並於1973年

11月由基辛格提出通過軍情聯繫熱線同中國分享蘇軍彈道導彈預警情報，但

中方始終排斥相關提議，凸顯這一時期中美側重宏觀政策協調、卻不存在明

確條約規定的安全互助承諾。

正因這一時期中國拒絕美國提出的具體安全聯華倡議以及兩國意識形態

抵牾依舊、美國維持對華核戰爭準備等因素，基辛格、施萊辛格等人在內部

研討時才會使用「心照不宣的同盟」，以及美中「平行行動」、「平行合作」等說

法。但在中美會晤中，美方逐漸摸清並明晰，應避免使用「美中同盟」等語彙， 

而較多使用「協調」（coordinate）與「配合」（cooperate）這兩個更精準的詞彙，

代表其一貫強調美中應實現「平行行動」的戰略態度。

然而，從中方角度來看，「平行行動」仍有誇大中國制蘇角色之嫌，具有

「準同盟」關係色彩，遂加以排斥。中國聯美意在「懾」蘇，而非主次不分、為

美國火中取栗般的「反」蘇，面對1973年下半年後美蘇緩和高潮迭起，中方對

美方「踩着中國的肩膀跳向莫斯科」的做法日益不滿bo。故此，相對弱化「平行

行動」色彩與「準同盟」定位的「協調」概念，更接近1971年至1978年前後中國

決策層對中美安全關係的真實定位；中方領導人也多次使用「協調」概念，而

並未使用或接受美方提出的「平行行動」等概念。

同樣地，中方提出的以反對蘇聯擴張為宗旨、中美「小吵架、大團結」等

口號bp，以及「台灣事小、世界事大」等戰略議題的輕重緩急之分，均反映中國

意在突出中美關係中「戰略協調」之本質。總體來看，中方在不接受美國對華

戰略預警援助等具體軍援的同時，側重在東南亞、印巴危機、韓朝關係等地緣

安全層面同美配合、予美方便，進而調試並促進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

不同於「心照不宣的同盟」、「準戰略性關係」、「聯美抗蘇」等未能準確把

握中美缺乏相互安全承諾、忽視美國對華戰略提防以及仍存核戰爭準備等對

華戰略保守因素的模糊化定義，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這一概念的性質和

程度明顯弱於不符合歷史實際的中美「同盟關係」稱謂，也弱於拔高中美關係

水平、忽視雙邊意識形態分歧的「夥伴關係」、「準同盟關係」等語彙，因而得

以更準確地用於描述當時的中美雙邊安全關係。

事實上，較高強度的「戰略協調」與「政策協調」是冷戰後期中美關係的實

質，兩國作為夥伴希冀協調行動，但又不願意把它升級至正式的國家間義務； 

基於此，兩國戰略對話中對於技術性及細節問題着墨不多，而致力於交換各

自對全球地緣政治，以及重大地區安全問題的長期評估、預測及看法，進而

協調彼此行動和決策bq。理解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之搭建及其內涵，是

我們考察中美短時期內深度調整涉越政策，並經由越南問題提升雙邊關係的

關鍵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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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牽引下，兩國共同關心的安全利益點是：反

對蘇聯摧垮中國；反對蘇聯在全球南方擴張；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萌、支持

朝鮮半島穩定；保障美國「體面」脫身越戰，進而確保美國在歐洲、中東等關

鍵地域保持對蘇強硬。中美之間安全層面的分歧則為：中國希望美國以強勢

立場對蘇強硬，疑懼美蘇緩和衝擊中國安全；但美國對中方此種所謂「貧瘠」

的冷戰觀並不認同，不允許中國以中美關係來牽引美蘇關係，並拒絕從朝鮮

半島完全收縮br。

即便如此，聚焦於東南亞，可以發現越南成為中美排除干擾、搭建「制蘇

安全協調關係」的關鍵促進因素，在決策層、國家和地區體系三大層面鑄就 

兩國形成戰略共識和雙邊互信。越南問題本身的舒緩與解決進一步促發中美

「制蘇安全協調關係」升級，標誌着1970年代中期亞洲冷戰的終結，促成美蘇

第二次緩和期間中方助力美國調整國家安全戰略和冷戰大戰略，也預示着中

美即將在全球南方諸多地緣事務上強化制衡蘇聯的協調和協作關係。

在非黑即白、征伐一切的冷戰「十字軍」式思維、遏制共產主義的「多米諾

骨牌理論」和形塑世界「未來道路」的意識形態狂熱影響下，美國自1950年代末

深度捲入印度支那地緣亂局。相關戰事久拖不決，耗帑巨大，形成美國在地緣

意義上對不具備首要價值的東南亞投入過度的「東亞錯位」現象，這嚴重違背

當初凱南（George F. Kennan）籌謀對蘇長期戰略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

所強調的周線遏制與溫和遏制構想bs。美國在印度支那持續十餘年的戰略困

局顯著傷害其財政健康與國家自信；越戰期間，越南勞動黨於1968年初發起

的「春節攻勢」導致美軍苦戰，更預示美國軍事解決越南問題的悲觀前景。同

期，美蘇戰略核力量均勢形成，蘇聯國家主義崛起，越戰泥潭日益拖累美國， 

處理上述癥結成為尼克遜—基辛格決策團隊的主要任務。

1969年1月尼克遜政府執政後，美方主要試圖通過莫斯科渠道強化同北越

對話和向河內施加壓力。尼克遜繼承莊遜（Lyndon B. Johnson）政府晚期各種

和談方案，從個人政治生命、保存美國大國信譽等方面着眼調整越南政策，

設想最遲至第一任期末期處理好越南停戰和「體面」撤軍問題，並在1972年底

連任總統後從越南撤軍。但在1972年春美國對蘇聯施打「中國牌」（即基辛格

在美蘇關係中所使用的「聯華制蘇」外交策略）之前，蘇聯在限制戰略武器、中

東問題、逼促越南順應美國停戰條件等議題上並不大配合美國，因此尼克遜

政府在執政之初暫無撬動美蘇、美越關係的有力支點。

另一方面，中蘇國家間衝突是引導中國決策層在1960年代末重新思考對

越政策的核心背景。中蘇關係嚴重惡化後，中方於1969年3月在珍寶島伏擊

蘇軍，意在彰顯對內文革、對外反修的革命民族主義。8月蘇軍在新疆鐵列克

提對華報復，蘇聯自此加緊推演摧毀中國現政權及核武裝、扶立新的中國親

蘇政權的計劃，即解決所謂「中國麻煩」（China problem）bt。

該計劃引發中美兩國震懼，美方對蘇聯藉摧毀中國從而建立麥金德式歐

亞大陸霸權的安全憂慮，以及由此鋪展而來的中美安全關係積極前景，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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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謀求通過中國向越南施壓的構想成為可能。由此，尼克遜政府加速形成

「中國的生存事關美國核心利益」的革命性認知ck，而發展中美安全關係、呼應

中國的制蘇安全訴求、開啟對華技術轉讓，進而促使中國在地區事務上貼近

美國的意志，成為尼克遜政府「體面」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重要戰略規劃。

在尼克遜政府基於珍寶島衝突而對中蘇矛盾加以研判的同時，1969年4月

中下旬召開的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透露了中國對外政策的現實主義調

整。美方觀察後認為，中國對越南問題的表態比較敷衍，外宣中流露出的對

越支持並不堅定。例如，九大報告對蘇聯的批評篇幅遠多於對美批評，對越

聲援也僅列在中國援助全球南方的一眾國家之列，並未單獨予以重點論述cl。 

同一時期，毛澤東的美國觀也發生微妙改變，他開始稱美國為「真老虎」、「鐵

老虎」，日益重視美國的制蘇實力cm。

鑒於中國在鐵列克提事件中的被動和守勢，基辛格着力引導尼克遜政 

府藉機展現對華善意。經過半年多研判，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以下 

簡稱「國安會」）於10月釐定對華新政策：持續安撫中國，表明美國不參與孤

立、敵視中國的聯盟或防務安排；向中方表示，美國無意威脅中國，發出 

盡早結束越戰和從越南撤兵的信號cn。不僅如此，基辛格說服尼克遜下定決

心，在新財年軍費預算中削減對華開支，將美軍防禦戰略從應對「兩場半戰

爭」，調整為應對「一場半戰爭」co。也就是說，美國準備放棄在歐洲或中東 

迎戰蘇聯、在亞太對付中國，並在其他地區同時應對另一場局部戰爭的軍事

部署。

上述思路最終成形於11月20日由國安會向總統提交的〈第63號國家安全

研究備忘錄〉，提出美國奉行對蘇、對華共同接觸路線，但又相對「偏向」中

國，以逼促蘇聯尊重緩和cp。基於中美各自獨立生成的初步安全聯絡共識，

雙方在此後一年內逐步在各渠道、各領域釋放信號，謀求盡早實現特使間秘

密外交與高層定期會晤。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變動的越南問題成為催化中美

搭建「制蘇安全協調關係」、強化彼此戰略互信的關鍵因素。

歷史地看，1962至1963年中國擴大對越援助後不久，美國大規模干預越

戰，形成「南打北炸」局面，但中美形成尊重北緯十七度線、不直接對抗的危

機管控底線。即便尼克遜執政後美方秘密轟炸柬埔寨，以圖對北越施壓，但

中方反應仍然相對有限，凸顯中國逐漸將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行動、戰和計

劃與中美關係「解凍」脫鈎的現實主義思考。早在1968年11月25日，中方在

回覆美國關於重啟華沙大使級會談的信函中，便相對降低對美國的意識形態

攻擊，提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作為發展中美關係的準則。這是1950年代

末之後中國對美戰略由「革命外交」回歸強調現實國家利益的重要信號cq。

自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來，基於冷戰思維的「安全困境」及對「未來

道路」的權勢爭奪，中美日益陷入對彼此地區政策和意識形態工程賦予零和博

弈認知的對抗範式。但歷經越戰，中美逐步化解此種長期困擾雙邊關係的邏

輯繭房和互動結構。經過較長時間的革命外交實踐，中國領導人雖然對包括

印度支那在內的「世界革命」充滿期待，但不會以國家安全利益當作支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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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學術論文 的代價，中國奉行的革命是國家安全訴求更顯重要的「安全的革命」cr。當蘇

聯對華安全威脅壓倒中國革命外交利益時，中國勢必調試對美、對越外交的

根本邏輯。

1969年3月起，為逼迫河內順應美方停戰條件，美軍轟炸在柬埔寨境內 

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補給基地，戰爭局部擴大引起中方疑懼，反映中蘇

鐵列克提事件前中美對彼此外交姿態還存有猶疑。鐵列克提事件後，進入

1969年底，中方對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收縮且無意對華構成直接威脅的認知

逐漸清晰。1970年3月，尼克遜政府默許柬埔寨首相朗諾（Lon Nol）在金邊發

動政變；4月底，美軍及南越武裝越界攻擊柬埔寨境內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

線。鑒於美方擴大印度支那戰爭，中美第137次大使級會議未能如期召開，中

方於5月20日在北京動員五十萬民眾集會對美抗議cs。

面對這一波折，尼克遜政府認定，中國雖然希望通過支援北越取得勝利

從而證明「人民戰爭」理念，但不願與美國直接對抗，「一直巧妙運作、求取平

衡，確保中國始終站在火線之外」，中國擁核後也未改變此種戰略隱忍；美軍

行動並未改變中方上述態度，只要美國不危及北越生存，就不會越過中國的

底線ct。針對轟炸柬埔寨，中方抗議聲明比較空洞，僅在道義和意識形態層

面強調支持印度支那反帝鬥爭，並未作出針對美軍行動的具體回應，也沒有

擴大援越義務。而在實際層面，中國援越部隊自1969年2月至1970年7月陸

續全部回國，同時大幅削減對越援助dk。凡此種種，凸顯中國外交日漸恢復

重視國家利益的基本盤，致力於擺脫過於沉重的「世界革命」義務dl。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1970年5月底向國安會提交的〈第13-9-70號特

別國家情報評估〉認為，中國不會誤解美國在東南亞暫時升級的軍事行動， 

會繼續施行不與美國對抗的審慎政策dm。就此，美國對於中國「非侵略性」且

「不奉行擴張主義政策」的判斷，以及致力於使中國免遭蘇聯核打擊而得以「獨

立」、「自持」的安全關切，持續推動1970年至1971年上半年美國對華認知進

一步改善，並藉此調試美蘇中戰略三角邏輯。

基於同期中美雙方在華沙、伊斯蘭堡等渠道初步接觸，美國至1971年中

完成就核心問題及安全關切對華妥協、協作的框架：尊重「一個中國」原則並

從台灣地區及沖繩撤軍；平穩朝鮮及印度支那半島局勢，實現戰略收縮；通

過保障中國安全、發展令蘇聯捉摸不透的美中關係，逼促蘇聯達成美蘇戰略

穩定和緩和局面，並在長期將中國納入五大力量（美國、西歐、日本、蘇聯和

中國）中心均勢的全球戰略穩定結構。

1971年7月中美首輪高層戰略對話中，中國初步默認美國地區軍事存在與

防務安排，凸顯北京開始考慮弱化乃至放棄以「去美國化」為宗旨的革命民族

主義地區戰略，亞洲冷戰轉型邏輯漸次顯現。其間，基辛格首次鄭重表達美

國在東南亞局勢穩定、地區重獲和平後，「準備從印度支那撤兵」，以及其後

從台灣地區撤軍且絕不支持「台獨」的誠意。對此，周恩來予以接受，強調中

方支持美越和談，並表示越南恢復和平之後，中國駐越工程技術人員以及防

空部隊也將立即回國。就越戰問題達成初步共識後，周恩來話鋒一轉，指出

美軍應撤出日韓，「無條件地」將沖繩群島交還日本，實現「美中之間以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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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在亞太地區實現共存」。基辛格則表示，駐韓美軍已從六萬裁減至四

萬，況且相較美國駐兵韓國，中國更不願見到日本成為軍事大國後重新向朝

鮮半島駐兵，就此拒絕中方提出的美方從東北亞收縮的訴求dn。顯然，中方

謀求促使美國同時從東北亞、東南亞撤軍的預想從一開始便受挫。中方對此

迅速領悟和務實接受的過程，彰顯北京加緊順應美方意志，雙方實現安全協

調的心理基礎漸趨明瞭。

進入1972年春，美國為應對越南勞動黨「復活節攻勢」而擴大軍事行動，

中方雖對美進行外宣抨擊，但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則在紐約等秘密渠道就

中美經貿和科技合作的遲緩向美方傳達關切；毛澤東亦審定，中美經由駐美

國聯絡處主任黃鎮相互交換機密信息。同期，中方開始提出秘密進口英法航

空武器裝備及美式民用航空航天器材do。兩國在涉越問題的外宣層面表面抵

牾，但在安全關係和地緣問題上呈現出本質相向的發展態勢，加速醞釀「制蘇

安全協調關係」。

總體來看，迥異於朝鮮戰爭後中美深陷亞洲冷戰的昔日經驗，兩國自

1970年代初積極就困擾雙邊關係的諸多議題實現諒解。中方對美國在中國周

邊的防務部署持務實認知態度，並將自身在東南亞等地追求的革命意識形 

態利益和地緣安全利益，與美國在東南亞為維護大國信譽、「體面」戰略收 

縮而施行的局部升級越戰等行動之間，完成了初步脫鈎。此種良性態勢凸顯

中國在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兩大地緣節點上的務實策略和迅疾的現實主義 

轉向。

從決策層、國家、地區體系這三個層面可以發現，越南問題促進中美實

現如下默契，推動兩國搭建「制蘇安全協調關係」，實現彼此冷戰戰略大轉軌：

首先，決策層層面，中國支持尼克遜政府強化南越禦敵能力的越戰「越南

化」努力以及「體面」脫身越戰的目標，謀求紓解美方在印度支那事務上的牽

絆，確保尼克遜1972年連任，維繫尼克松—基辛格現實主義決策機制順利運

轉，實現毛澤東同尼克遜這位他偏愛的「右派」繼續打交道的目的；美方亦致

力於通過越南停戰表達對華善意，提升中國的獨立、安全與自持，確保奉行

制蘇意志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領導層的持久存在，據此強化通過北京

打開與莫斯科及河內談判之門的戰略規劃。

其次，國家層面，通過共同調整對越政策，中美大大弱化彼此過度意識

形態化的冷戰戰略，重新復歸對外戰略講求現實利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基底， 

這就為兩國繼續在台灣問題、技術轉讓、歐洲冷戰、全域制蘇、朝鮮半島等關

鍵議題的協調和配合，鋪墊了安全觀念和國家安全利益的現實準備。其中，

美國終止對華長期「兩場半戰爭」規劃，並開啟對華敏感技術轉讓進程。

最後，地區體系層面，中方樂見美國解決冷戰戰略中的「東亞錯位」現象， 

力促美國擺脫越戰泥潭進而固守美泰聯盟，在不完全退出東南亞的基礎上，

基於中方期許的「一條線」、「一大片」（1974年1月，毛澤東對日本外相大平正

芳提出要團結「一條線」周圍的一大片國家，共同對付蘇聯）國際反霸統一戰線

制蘇戰略，強化西線對蘇冷戰dp，而不希望美國沉湎於對蘇緩和。美國亦在

戰略結構上謀求將越南事務清除出對外戰略的核心圖景，引導中方承認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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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術論文 在東北亞及泰國等地的軍事存在，既構建中國參與的五大力量中心戰略穩

態，亦以令蘇聯捉摸不透的中美關係逼促蘇聯遵守緩和，進而實現冷戰運行

邏輯的根本轉型。而這一切戰略轉圜的焦點與試驗場集中反映在越南問題上。

三　中美對越南及印度支那政策的諒解、調整與互動

1970年代，雖然美國全面核戰爭計劃仍舊存在嚴密的對華遏制舉措，但

也希望盡快借助中國落實「關島主義」（Guam Doctrine），促使中國加速改變革

命國家身份，默認美國確立的亞太秩序，以杜絕中國在美國戰略收縮的同時， 

支持朝鮮、越南變動地區秩序。針對美方上述考慮，如前所述，中方對美國

持續的軍事存在雖曾猶疑，但至1972年底對此基本接受，同時希冀美國脫身

越戰後仍舊維繫亞太地區軍事存在，並極力勸說尼克遜政府不要沉湎於對蘇

緩和。

尼克遜政府旨在從越南撤軍，「體面」結束越戰，確立越南南北分治，同

時堅守美泰同盟，默認北越、老撾、柬埔寨革命力量存續的東南亞新政，是

「關島主義」的關鍵環節。由此，美國謀求解決冷戰戰略中的「東亞錯位」現

象，對華示好以聯華制蘇，逼促蘇聯遵守緩和。印度支那地緣安全事務檢驗

着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的程度與互信，進而構築中美、美蘇兩大戰略穩

定結構。正因為中美就越南問題存有日益廣泛的利益共識和正向互動，「制蘇

安全協調關係」在初構之際便頗具務實內容，得以穩步升溫。

上文已述，1971年7月中美首輪高層對話中，美方拒絕中方提出的美國 

同時從東北亞及東南亞撤軍的倡議，尼克遜在1972年2月訪華時再次強調，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符合中國利益，不可能從亞太地區完全撤軍dq。

中方不久對此予以默認，可見相關議題並未影響雙邊關係發展。為此，中方

雖然在《上海公報》中強調支援周邊民族解放運動與共產主義革命，維繫以革

命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為宗旨的軟性國家利益，但從中美會談情況來看，中方

並未硬性將美軍撤出亞太同中美關係正常化搭建絕對關聯，相反迅速接受了

美國的地區軍事存在，支持美國「體面」從越南撤軍，默許美國擴大對越轟炸

逼迫北越和談，接受部分撤離南越的美軍重新部署於韓國dr。此種安全邏輯

與中方希冀美歐在西線維持對蘇強硬、反對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CSCE）及 

美蘇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等抗蘇姿態，構成體系化的政策配合。

此外，尼克遜政府還進一步將對越政策底牌向中方和盤托出。1972年初

至1973年間，基辛格在北京、紐約、華盛頓等地向中方坦承，北越簽署《巴黎

和平協約》（Paris Peace Accords）、釋放戰俘、給予美軍和平撤出南越的有利

條件後，美國就會削減對西貢的援助，直至默許北越統一越南。對於美軍因

應1972年北越復活節攻勢而恢復對越轟炸期間誤炸中國境內目標，中方則表

示諒解，凸顯中美之間的默契ds。同一時期，主導對越談判的基辛格及其助

手洛德不斷向中方特使傳送美越巴黎和談細節文稿，強調中方所獲材料的詳

細程度連美國國務院都無法企及dt。中方亦對年內所屬船隻在北部灣遭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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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炸等事件作低調處理，在1972年底美國大選關鍵階段支持越南問題和平解

決，避免直接批評尼克遜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ek。

在1973年初至11月基辛格訪華行程中，兩國圍繞越南及印度支那問題持

續溝通、協調，包括相互通報北越對《巴黎和平協約》的遵守程度，交換北越

對南越軍事滲透詳情，美國透露對南越援助情況，中國告知對北越援助情況， 

以及中美推動老撾及柬埔寨停戰和中立化等。中方在樂見《巴黎和平協約》促

成越南問題初步解決的同時，期望美國在亞太維持強大軍事部署。

針對美越和談後的南北越關係問題，中方強調，不應由聯合國監管越南

和平進程，而主張依靠國際監督委員會實地監管停戰協定落實情況，由美越

雙方直接解決問題，並由該機構監督南北越大選。周恩來聲明，大選並不意

味立即推動南北越統一；越南統一將耗時較長，不是眼下能夠立即實現的；

美方亦認為，中美具有共同構建強調中立而非蘇聯僕從國地位的越南國家的

利益共存點el。顯然，中方拒絕聯合國監管越南和平進程的初衷在於削弱蘇

聯干預相關問題的能力，中國就南北越統一問題的猶疑態度同1950年代中期

認可美越和談的姿態一致，透露了中國對越政策以自我安全為中心的現實主

義基底。

凡此種種，包括稍早前第三次印巴戰爭危機期間中美聯合制衡印度、 

保衞巴基斯坦等事件的正向刺激em，繼1973年1月底在中方鼓勵下美越達成

《巴黎和平協約》，基辛格於是年2月的訪華行程將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

推向高潮。毛澤東據此高度評價中美關係，在接見基辛格時指出中美關係「說

是叫作甚麼 friendship」，敦促美國「更放手地幹」，重申連橫抗蘇的「一條線」

戰略en。中美並定期就北越破壞《巴黎和平協約》及南北越和平的相關作為進

行溝通，規律化地商榷涉越事務。

《巴黎和平協約》簽訂情形（圖片來源：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Vietnam_peace_agreement_signin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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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學術論文 宏觀來看，《巴黎和平協約》簽署以後，中國雖仍維持相當程度的對越援

助，且在外宣層面支援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但實際上逐漸降低對東南亞共

產黨組織的援助，並於1973年底開始減少在老撾北部的軍事存在，避免美泰

誤判中國的地區動向，同時加強與美國分享各自掌握的越南情況。1973年 

11月，中方向基辛格明確表示，東南亞戰火持續不利於中美共同利益，將縮

減對北越援助，並透露北越近期沒有新的進攻行動eo。中方坦承削減對越援

助的戰略誠意，支撐着美國「體面」撤軍的信心，客觀上有利於維繫南越生存， 

就此持續夯實着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的內涵，也是中方憂懼「水門事件」

（Watergate Scandal）後尼克遜政府倉促撤離印度支那的務實舉措。

針對棘手的柬埔寨問題，雖然中國繼續支持政變後流亡中國的西哈努克

（Norodom Sihanouk）親王以及在越柬邊境發動游擊戰的柬埔寨共產黨，而美國 

支持政變後上台的朗諾政權，但1973年2月中美仍能達成基於「獨立、和平、

中立、團結和領土完整」原則，通過協商方式解決柬埔寨國內問題的共識，美

國亦默認中方提出的意見，由西哈努克回國組建包括朗諾內閣及柬共的聯合

政府，藉此締造擺脫蘇越影響的中立、統一、主權完整的柬埔寨國家ep。

從中國同東南亞資本主義國家間關係變化的角度，亦能瞥見中美「制蘇安

全協調關係」牽引下中國對越南及對印度支那政策的轉變。1971年起，中國開

始逐漸緩和同東南亞各國關係，至1974年，伴隨「革命外交」漸次落幕，中國

正式與馬來西亞建交，並低調呼籲強化美菲同盟；1975年，中國與東盟（東南

亞國家聯盟，ASEAN）主要國家迎來關係正常化高潮。1974年5月，毛澤東對

來訪的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Tun Abdul Razak）表示，「馬來西亞內戰是吉隆坡

內部事務」，暗示馬來亞共產黨應投降政府，同時明確指出北京將不像以前一

樣支援馬共。1975年6月，毛澤東在同泰國首相巴莫（Khuekrit Pramot）的會談

中表示，曼谷無需擔憂泰國共產黨，只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泰共問題便可

經協商和平解決。除了繼續保留在華的馬共、緬甸共產黨及泰共電台等意識

形態層面聲援，中國自1975年初便停止向東南亞共產黨提供軍援eq。

就此，在中國接受美國駐東南亞軍事存在、遏止蘇聯趁機漁利、強化中

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舒緩與東盟國家關係的革命性地區戰略變化之下，

中越兩黨兩國關係自1954年中國支持南北越分治的《日內瓦協定》（Geneva 

Agreements）後再遭震盪。繼中國要求越南接受《日內瓦協定》而在客觀上暫緩

了北越攻滅南越的進程後，中方自1972年起鼓勵越美簽署《巴黎和平協約》、

暗示河內接受美方條件、避免北越立即吞滅南越，以及北越反對中美接近和

反對中國的柬埔寨中立化方案等一系列分歧，導致中越關係愈益呈現抵牾。

綜合來看，在停息越戰後，美國縮減駐泰、駐菲美軍，默認越南干預柬

埔寨及老撾中立地位，這與當時美國在中東及南部非洲的戰略守勢一致，凸

顯「蘇攻美守」態勢下美國被動性的對蘇緩和。此種背景下，中國致力於實現

中美之間密切的安全協調，在越南問題上予美便利，避免蘇聯及其僕從國搶

佔戰略真空，着力同美國一起推動東北亞和東南亞兩大方向的政策統籌。

當我們跳出東南亞而從全球視域來看，中越兩黨兩國關係惡化，與1974至 

1975年安哥拉民族解放運動及內戰期間中國拋棄更加符合馬列主義規程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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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以下簡稱「安人運」）、轉而會同美國扶助蘇聯不甚支持且

奉行民主社會主義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以下簡稱「安解陣」）之態勢基本一

致er，相關事態共同凸顯中國於1970年代前期弱化「革命外交」和泛意識形態

化的對外戰略，轉而復歸以現實國家利益為基準的冷戰戰略轉型。體認到中

國對越政策嬗變，甚至連極為講求現實主義的尼克遜政府都驚歎於中國「對遏

制蘇聯的諸地緣政治因素給予了最冷血、最不講求道德因素的戰略關注」es。

由此，從中美敵對不再、加強安全協調的邏輯劇變出發，以越南問題為表徵

的中國對外戰略調試，宣告着中國在1973至1975年逐步退出亞洲冷戰。相關

視角是認知文革晚期毛澤東主導下中國對外戰略微妙轉軌和複雜邏輯的關鍵

節點。

四　中國「對越自衞反擊戰」與中美「初步戰略關係」

繼越戰停息、北越吞滅南越、中美拒斥越南「小霸」印度支那後，以越南

問題為新的索引，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間唯一一場高烈度熱戰——1979年中國

「對越自衞反擊戰」（下文也稱「中越戰爭」），成為後文革時代助推中美關係由

「制蘇安全協調關係」進階到「初步戰略關係」的加速器。其間，鄧小平發起對

越「懲罰性」戰爭的決策意志，以及其借助東南亞地緣角力場，持續推進中國

外交政策轉型，並通過戰爭工具發揚中國制蘇、制越能力的戰略籌謀，促成

改革開放前夕中美關係穩步升級。

卡特政府同尼克遜、福特兩屆共和黨溫和派政府的選擇類似，在執政前

期致力於維護美蘇緩和，以求規約蘇聯對外行為，但卡特政府對蘇聯及其僕

從國的地緣擴張應對不力，緩和政策因而被對蘇強硬派加以攻訐。卡特政府

後期，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國防部部長布

朗（Harold Brown）等強硬派力促之下，中美關係中針對蘇聯愈發強硬且直接

的戰略規劃得以進一步顯露，卡特開始重視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制蘇價值，

謀求再次以發展美中關係為支點，逼促蘇聯尊重緩和。

基於卡特政府內部對蘇強硬派得勢，1978年以來，以援華派代表布熱 

津斯基訪華為開端，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逐步升級至「初步戰略關係」。

雖然中方並未直接使用這一詞彙，但官方認同這一中美關係新定位，樂見中

美關係深層次發展。例如，鄧小平1980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強調，「改善中美

關係出於策略考慮，這不對，我們歷來講，這是一個戰略決策」；又如1989年

2月底他會見美國總統布殊（George H. W. Bush）時表示，中國是基於自身利益

作出發展中美關係的戰略決策，中美關係不是一個互相「玩牌」的問題，也 

不是一個權宜之計的選擇et。上述論斷凸顯中方樂於推動聯美外交乃至進 

階為中美「初步戰略關係」。在向「初步戰略關係」穩步提質的背後，除去美方

自身對美蘇緩和進程日益失望，1979年春突發的中越戰爭是引發美國積極 

發展更加深入的中美關係、配合中國制蘇意志的重大地緣政治事件和關鍵 

動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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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學術論文 對於越南對華威脅，基辛格看得很明白，他強調美國在印度支那戰敗只

是道德上的失利，而蘇聯在印度支那的擴張以及越南謀求建構包括老撾、柬

埔寨的九千萬之眾的地區性強國（即所謂「印度支那聯邦」），則是對中國實實

在在的安全隱患fk。戰爭是國家間政治最高級別、最暴烈的表現方式。與毛

澤東力排眾議投入朝鮮戰爭、從而迅速綁定中蘇同盟的大戰略邏輯類似，鄧

小平在1970年代晚期中美關係發展的關鍵階段，致力於發起「對越自衞反擊

戰」，進而顯露中國強烈的制蘇、制越意志。這是中國以實際行動幫助美國懲

戒蘇聯破壞緩和、懲罰越南「小霸」東南亞，藉此強化以「求安全」與「求發展」

為雙重牽引邏輯的中美「初步戰略關係」的重要體現。

綜合來看，冷戰晚期美國對中美關係的戰略定位，自美蘇緩和不斷受挫

直至1979年底最終崩潰的歷程中不斷提升，其間，中越戰爭是催生上述邏輯

的關鍵環節。特別因為這一時期美蘇第二次緩和幾近終結，第三次緩和尚未

開啟fl，對蘇「新冷戰」將興，鄧小平精明地順勢、主動在包括印度支那在內

的各地緣熱點釋放制蘇信號的努力得到美國決策層讚賞。不僅如此，鄧小平

還全面擱置中蘇關係和緩進程，以此謀求全方位擴展中美「初步戰略關係」，

藉機促進「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鄧小平認

定的中國「最大的政治」fm。由此，我們便可深入理解鄧小平訪美期間火速向

美方傳達戰爭決策，以及戰事編排異常緊湊、中美科技及安全關係同時顯著

升溫的緣由fn。

1975年柬共擊敗朗諾政權後建立紅色高棉政權，1976年越南勞動黨統一

全國後並未撤離柬埔寨領土，雙方邊境爭端驟起。1978年12月25日，越軍

二十餘萬兵力攻打紅色高棉，越柬戰爭爆發。1979年1月7日，越軍攻佔金

邊，至10日奪取西哈努克港，柬埔寨海上交通被切斷。越柬戰爭爆發前，中

國已向柬埔寨派駐數千名顧問，曾成功遲滯越軍攻擊fo。鑒於預估柬軍可能

失利，傳統援柬渠道或會中斷，鄧小平1978年11月訪問曼谷時便對泰方表

示，不排除未來需要過境泰國運輸中方援柬物資fp。另一方面，中方呼籲卡

特政府通過泰國援柬，並擴大對泰軍援，中方也將開啟對泰援助。不僅如此， 

中方隨後正式停止援助泰共fq。可見鄧小平至少提前數月便做好對越戰爭的

縝密編排。

卡特政府觀察到中國對越軍事鬥爭準備的升級，遂於1979年1月26日制

訂應對中越武裝衝突的行動預案。美方謀求：保持國際社會對越制裁；勸告

中國不要主動對越採取懲罰性軍事行動，以免蘇聯介入；告誡蘇聯審慎、克

制行事，不得在越南獲取軍事基地，不要使用金蘭灣海軍基地fr。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以後，鄧小平在隨即的訪美行程中就越南問題

三次與卡特等人會談，向卡特政府解釋中國即將對越南施以懲罰性軍事行

動。1月29日，鄧小平同卡特首輪會談時主動提出越南問題，他首先就1978年 

以來蘇聯在中東、非洲之角、南部非洲等地的擴張態勢深表憂慮。其中，

1978年3月蘇聯幫助埃塞俄比亞贏得歐加登戰爭後，古巴駐非洲武裝力量達四

至六萬人，蘇聯亦在非洲二十個國家常駐約1.5萬名顧問，數十倍於美國fs。

鄧小平着力陳述「蘇攻美守」局面不斷惡化，進而指出，古巴雖是蕞爾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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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非洲駐兵，四處擴張，而越南國力遠強於古巴，擁有五千萬人口及強大

軍力，侵柬行動凸顯其已成為「東方的古巴」；蘇越軍事合作愈演愈烈，中方

未看到形勢有緩和希望；中國需要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但前提是構築較

長時期的外部和平環境ft。鄧小平上述言論直擊卡特政府苦惱於蘇聯破壞緩

和的痛處，營造了自身放手「教訓」越南的有利政治氛圍。

1月29日下午5時，卡特與鄧小平專門談論越南問題。卡特表示，美國致

力於聯合他國嚴厲制裁越南，擱置美越關係正常化進程，美方亦將加強援泰， 

警告蘇聯不得藉機漁利。鄧小平表示，越南下一個目標就是泰國，蘇聯正利

用越南扼制中國，越南是其「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重要一環；中方認為約束

越南野心，再給予其適當、有限的教訓十分必要；中國會審慎考慮軍事行動

所引起的連鎖反應，致力於將對越懲戒行動限制在短時間與一定範圍內。中

方擔心的連鎖反應主要是蘇聯的軍事介入，對此，美國掌握對蘇情報；如果

蘇聯干預，中方能夠應付；倘若中國不懲戒越南，越南進攻行為會愈演愈烈， 

因此需要美國在國際社會上對中方予以道義支持。卡特表示，中國目前被國

際社會認為是受到外部威脅的和平主義國家，美國擔心中國一旦動武，世界

輿論可能會由譴責越南轉變為部分同情越南，因此美國很難「鼓勵」中方動

武，但會與中國分享涉蘇情報gk。

次日，卡特再次向鄧小平傳達其反對中國「懲罰」越南的意見。他強調，

美國之所以認為中國動武是嚴重錯誤乃是由於：中國和平形象會遭到損害；

國際社會正努力制裁越南，中國動武可能會破壞相關局面；美國擔心中國無

法在短期停息作戰而陷入泥潭；蘇聯可能藉此擴大在印度支那的軍事存在。

基於此，美國無法贊同中國發起對越軍事介入，極力建議中方不要動武。鄧

小平表示，中方還是決意懲戒越南，中國是從「實力」觀點考察這一問題的，

不能讓河內誤以為中國軟弱；行動會非常有限，將持續十至二十天，旋即撤

兵；中方樂意接受美國提供情報。鄧小平強調，「中國政府為能夠有美國這樣

的朋友，並與之商談如此機密之事，感到寬慰與舒心」，希冀美方通過泰國盡

快援助柬埔寨gl。他另向卡特表示，不尋求中美建立正式聯盟關係，但是各

自要根據自己的立場行事，協調行動，採取必要措施，實現蘇聯的手伸向哪

裏，就在哪裏把它砍掉的戰略目的gm。

鄧小平訪美期間，儘管針對越南問題，中美各說各話，但美方答應與中

國分享涉及印度支那和蘇聯的情報，這在客觀上便利了中國的戰爭努力gn。

近年解密的《美國對外關係文件（1977-1980）》「中國卷」和「東南亞與太平洋卷」

零星提及美國對華情報傳遞，詳情並未公開；但可以明確的是，1973年起美

國便向中國傳送由「陸地」（Landsat）地球資源技術衞星所拍攝的中蘇邊境地區

衞星照片go，中越戰爭前後類似的情報傳遞活動極有可能持續存在。

1979年2月6日，布熱津斯基向卡特提交中越開戰後三種可資選擇的應對

方案：其一，明確或者低調支持中國；其二，公開譴責中國動武；其三，相

對比較現實的選項是，要求中越分別從越南北部及柬埔寨撤軍，但美國預估

越南不會立即撤兵，這個方案既可表明美國反對中國動武，又不會導致中國

遭到國際譴責，而事實上為中國有限動武提供了戰略窗口gp。16日，中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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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學術論文 爭爆發前夜，卡特政府再次緊急致電中方，轉達上述第三種應對方案。卡特

強調：美方認為中國動武是錯誤的，在外宣場合只能表示反對，力促中越同

時撤兵；同時美國會持續向蘇、越施壓，敦促越南撤兵gq。

北京時間2月17日，中國軍隊越界攻擊越南境內目標，美國國安會特別

協調委員會隨即召開緊急會議。為防止蘇聯干預，卡特政府準備向蘇聯發布

外交照會，表明美國與中越衝突無關，避免美蘇任何一方誤判。比布熱津斯

基等對蘇強硬派遠為重視維護美蘇關係的國務卿萬斯（Cyrus R. Vance）起草一

份草案，提出「如果蘇聯保持審慎與克制，美國也將類似地審慎與克制」，所

用詞彙是“similar”。卡特強調，“similar”在這裏偏向於“same”的含義，但這

並不是美國的立場；美方立場是對中越戰爭不作軍事介入，不會因為此場衝

突升級亞太美軍行動，但美國必須做好避免蘇聯對華採取軍事行動的準備，

需要留給白宮自由行動的必要選項。布熱津斯基表示同意，建議將對蘇聲明

中的表述由「美國也將類似地審慎與克制」改為「美國也準備向那個方向努

力」，就此弱化了美國「審慎」的尺度gr。卡特予以批准並指出，要為美國禁絕

蘇聯大規模軍事介入保留充足反制空間。他還指示，「我個人是更加同情中國

的，我們有責任讓中國保持對美戰略信心，促使北京向美國即時通告其軍事

行動與戰爭計劃」gs。

與此同時，布熱津斯基與副總統蒙代爾（Walter F. Mondale）認為，儘管目前 

時間節點十分敏感，但也應該讓財政部部長布盧門撒爾（Werner M. Blumenthal） 

按照之前約定如期訪華，不能給外界帶來中美關係遇挫的印象，卡特予以批

准。在2月18日舉行的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上，卡特批示增加戰略偵察，決策

層的共識是不能看到中國陷入與越南的長期戰爭而被拖累，這不符合美國利

在中國「對越自衞反擊戰」結束後歸國的部隊（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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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gt。就此，卡特政府同日就中越戰爭對外宣稱：美國不會直接捲入武裝衝

突；美國地區利益、亞洲盟國安全並未受到衝突威脅，但衝突持續擴大是危

險的；美國將採取一些手段，鼓勵中方克制，防止戰爭擴大，避免蘇聯捲入； 

同時，美國不會由於這場戰爭而改變同中國的友好關係hk。

為了確保中國速戰速決，以免蘇聯介入，中越戰爭期間，卡特數次致電

克里姆林宮並召見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Anatoly F. Dobrynin），提醒蘇聯不

得介入中越戰爭。2月24日，副國務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再次

提醒多勃雷寧，蘇聯最好不要採取導致局面升級的行動，應繼續就印度支那

局勢保持審慎與克制，否則美蘇關係將遭到衝擊hl。顯然，白宮提醒蘇聯不

得武力介入中越戰爭的戰略姿態，有利於中國憑藉實力優勢對越速戰速決，

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也未因中國動武而對華施壓；相反，在美國操控下，巴

黎統籌委員會（CoCom）有關升級對華技術轉讓待遇的議程有條不紊地推進，

英法同期不斷增加對華軍售hm。卡特政府在各領域以至中越戰爭中均明顯採

取偏向北京的立場。

3月16日中越戰爭結束後，卡特政府內部以讚賞口吻對戰爭後果進行評

估。美方強調，對越懲戒性戰爭是「戰後有史以來世界各國中首次動用武力去

挑戰蘇聯同盟體系中盟國」的戰爭決策，中方決策「凸顯越南軍事的脆弱性，

成功教訓了河內，警醒了蘇聯，給西方集團塑造了抗蘇的成功典範」hn。其

間，解放軍從越南北部撤軍途中對其國民經濟基礎的大規模摧毀行動，無不

持續向美國彰顯中國強悍的制蘇、制越意志ho。

作為被美方評價為「對實力的運用表示冷酷的、甚至是無情的讚賞」的戰

略家hp，鄧小平果斷且堅定的制蘇、制越意志，夯實着以布熱津斯基為代表

的援華派升級中美關係的戰略謀劃。無疑，相較1975年白宮由於國會掣肘而

敗退安哥拉內戰，其後在非洲之角、南也門等地連續失勢，中方對越出兵作

為對抗蘇聯集團擴張的強悍地緣政治決策，鼓勵了美國對蘇強硬派的遏蘇決

心，相當程度上預示着美、歐、中、日聯合對蘇「新冷戰」的啟動。

中越戰爭期間中美務實的安全協作，再次凸顯中美安全關係的主要內涵： 

雙方避免搭建公開戰略聯盟，但致力於「心照不宣」地在各領域夯實安全協調

與政策協作；雙方最高領導人果斷排除干擾和障礙，以遏制蘇聯及其僕從國

勢力為宗旨，包括利用各自同盟網絡，就安全事項直抒胸臆、密切配合。

值得注意的是，中越戰爭結束後不久，布朗於3月下旬致函布熱津斯基，

建議卡特政府「以警醒蘇聯但不激怒蘇聯」為目的，開啟對華銷售防禦性軍事

裝備並研究提升其訪華行程的具體內涵hq，持續深化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

係」。1979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後，1980年1月，布朗率團歷史性訪華，成為

首位訪問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防部部長，美國不久後開啟對華軍售，正式將中

美關係推向「初步戰略關係」的階段性高潮。

布朗訪華期間，中美達成如下有關印度支那的政策共識：如果越南在佔

領柬埔寨期間大規模入侵泰國，美國歡迎中國直接幫扶泰國，等待雨季過後

的合適時機再次攻打越南hr。此外，中美就敦促越軍撤兵、扶助前柬埔寨首

相宋雙（Son Sann）抵抗政府以及強化援泰等議題密切合作，持續將彼此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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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學術論文 政策作為雙邊「制蘇安全協調關係」和「初步戰略關係」的支柱。就在中美於印

度支那密切制蘇、制越的同時，兩國聯合在新疆營建對蘇戰略預警雷達，雙

邊「制蘇安全協調關係」亦在拉丁美洲徐徐展開（開始聯手遏制蘇聯支持的尼加

拉瓜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政府）hs，經由中越戰爭所催發的中美對蘇「新冷戰」

呈現出世人所不熟悉的全球布局特性與隱秘務實特點。

五　餘論：越南因素背後的中國對外戰略轉軌

中國「對越自衞反擊戰」結束後，中越矛盾固化，兩國邊境地區低烈度戰

事持續，中蘇對抗邏輯也未改變。1980年初，蘇聯向越南提供Su-7型轟炸機

以及SS-1型「飛毛腿」導彈，蘇軍另在峴港部署Tu-95型戰略轟炸機ht。同時，

蘇聯依舊在越南和老撾駐有大量顧問，中蘇關係正常化「四大障礙」（蘇聯支持

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蘇和中蒙邊境駐扎重兵、武裝佔領阿富汗、對華部署

SS-20型彈道導彈）並未消除。

中越、中蘇關係維持低谷之際，中美「初步戰略關係」躍進，西歐也對中國

的制蘇效能表示讚賞。英國首相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夫人於1980年 

1月向卡特強調，英國在對華政策方面已無需再顧慮蘇聯的敏感神經，決意擴

大對華技術轉讓ik。以此為代表，美歐聯合推進的有限武裝扶華戰略提速，

以中美關係為牽引的中西方關係穩步前進，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有利的外

部環境。

戰略就是平衡目標與手段之間的藝術，從這個角度以及戰爭費效比來看， 

鄧小平藉越南問題調動地區格局和中美關係的戰略運籌相當成功，對越戰爭

決策受益頗豐。鄧小平不僅擊破了越南不可戰勝的神話，提升了中國和東盟

的關係，為改革開放鋪就了和平環境，還通過決絕、果斷的戰爭決策促成中

美「初步戰略關係」。對此，美國冷戰史大家加迪斯（John L. Gaddis）高度評價

鄧小平，稱讚他是最能創新性地適應正在改變的中國和世界的思考者和實踐

家，也是擁有最佳政治領導素質和大戰略才能的領袖人物之一il。

借助對越軍事勝利和制蘇效能，1980年1月7日鄧小平接見來訪的布朗時

意味深長地指出，「中國目前十分落後，除了與會者正在使用的如毛巾之類 

的輕工業品，並無其他出口貨物」，因而強化中美關係具有重大現實意義im。

鄧小平強調，蘇聯是國際動盪與危機的總源頭，僅靠條約無法控扼蘇聯， 

中美需要切實行動起來，提高中國軍事實力能夠幫助維持和平，抵抗蘇聯霸

權in。他對布朗特別指出，中方請求美國對華出售1970年代後期而非前期的

先進技術裝備，更非50、60年代的老古董io。顯然，上述說法同建國初期毛

澤東慨歎中國「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異曲 

同工ip，共同彰顯共和國領導人借助聯絡國際體系中心國家以推進現代化的

迫切夙願。

鄧小平決然的對越戰爭決策，是其敏銳地觀察到美蘇第二次緩和岌岌可

危，在此背景下為搭建程度更深的中美「初步戰略關係」所作出的關鍵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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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對越戰爭後的內部會議上直言不諱：「為甚麼國際上願意拿錢、拿設

備，幫助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就是強大了可以牽制蘇修，假如你軟弱，幫

助你有甚麼用？有甚麼意義？！」iq相關言論背後，是中國力圖借助彰顯制蘇

實力以換取西方技術裝備、優惠信貸和建構有利外部環境的系列籌謀。

鄧小平的決斷與毛澤東決策入朝參戰從而博取蘇聯對華友好，進而實現

對華工業項目轉移的戰略謀劃具有邏輯同構性，彰顯共和國領導人獨特的 

冷戰觀、安全觀、戰爭觀和戰略觀。鄧小平出兵決策與當時及其後數年內主

動冷卻中蘇關係和緩進程，為中美關係營造持續有利環境的謀劃相一致，凸

顯其大戰略思維的清醒與精緻。在鄧小平運籌之下，中國聯美外交不僅是為

「求安全」，即借助外部力量制衡蘇聯，而且愈加成為中國謀求全面融入世界

體系進而「求發展」的戰略定錨。當然，至1980年代列根（Ronald W. Reagan）

政府時期，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P. Shultz）及其助手沃爾福維茨（Paul D. 

Wolfowitz）等新保守主義者認定美國單靠自身便可擊垮蘇聯，無需過度聯華，

因而降溫美中關係ir，但中美聯合對蘇「新冷戰」，以及美蘇第二次緩和終結

情勢，仍是1980年代初國際政治的核心旋律。鄧小平尤其致力於利用發展中

美關係的戰略窗口積極制蘇、制越，推動中國成為對蘇「新冷戰」布局的核心

施力大國。

面對1974年以來「蘇攻美守」戰略形勢，以「安全」邏輯為索引，中國長期

的制蘇、制越努力，幫助扭轉了1970年代美國對蘇消極緩和態勢，持續強化

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夯實中美戰略互信，助推了隨後持續十餘年的中

西方「初步戰略關係」的開創與升級。中國在冷戰期間的系列戰爭決策以及調

控戰略三角、調試中越關係的動能，無疑彰顯中國作為冷戰參與者的舉足輕

重作用，反映出共和國大戰略規劃的獨到經驗。

綜合來看，自中國1972年鼓勵越美達成《巴黎和平協約》、盡早停息越戰， 

以及中美隨後就印度支那問題務實配合，至1974年起中國干預安哥拉內戰，

會同美國扶助安解陣，對抗安人運，相關事態並行不悖地凸顯1950年代末升

溫的中國「革命外交」至1975年前後已然趨於停息，中國對外戰略迎來歷史性

轉變與現代化轉型。「革命」邏輯就此逐漸讓位於「安全」邏輯，中國亦由革命

國家轉型為融入世界體系的「搭便車」國家。

基於制蘇、制越的「安全」邏輯以及毛澤東奉行的「統戰」政策，毛澤東晚

年已開始改變國家安全觀和冷戰觀，突出表現為開啟中美制蘇安全協調、中

國同東南亞資本主義國家關係正常化，以及對越政策的現實主義回歸。這是

對極「左」外交戰略的背離，也是「中央王國」心態和「世界革命」意志的歷史性

弱化。毛澤東的調試為鄧小平時代對越政策、聯美外交和改革開放鋪墊了軌

道，奠定了環境，兩者共通的現實主義外交籌謀也存在內在的邏輯延續。

而當我們投入歷史語境，反思此種變化，不難發現其邏輯起點事實上源

於中國對蘇聯的恐懼，源自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決策層害怕成為「勃列日涅夫

主義」（Brezhnev Doctrine）犧牲品的擔憂，更緣於冷戰時期中國國力無法支撐

「革命」與「安全」雙重邏輯和國家利益的長期並存。由此觀之，冷戰時期中美

兩個大國的意識形態外交高潮均源於介入越南事務，雄心於形塑越南國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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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學術論文 途，也共同終結於制越、制蘇的安全協調努力，雙方均在這一歷程中復歸為

馬基雅維利主義大國。

歷史的微妙之處在於，中國「革命外交」的興起緣於對安全的追求，而中

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影響下「革命外交」之弱化，亦源於對安全的渴望。其

間，越南問題及更廣義的印度支那地緣問題，成為催生、助推並檢驗中國此

種戰略轉軌的平台，中美也在越南這一地緣節點完成了各自冷戰戰略中最關

鍵的現實主義轉型。以中美意識形態對抗和安全互疑為核心的亞洲冷戰亦於

1970年代中後期基本終結。與此伴隨，中國從反對西方現代性的「革命外交」

時代，漸次轉向投身現代世界體系和經貿迴圈、借助聯美外交而進入「求安

全」、「求發展」的對外政策新時期。

越南問題所催發的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不僅極深刻地影響了中國

國家命途，助力了改革開放，亦幫助美國脫離亞洲冷戰泥潭和「東亞錯位」，

進而減輕冷戰重負、助推蘇聯衰落，直至逼促蘇聯退出冷戰。其中，中國放

棄援越而退出亞洲冷戰，通過啟動對越戰爭，將1980年前後的中美關係推向

高峰。雖然其後列根政府適度降溫對華關係，其朝野不再有將中國作為「北約

在東方的盟國」的意見，而將中國視為非盟國待遇的友好夥伴is；同時鄧小平

深感美國發展對華關係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考慮，亦自1982年秋起調整戰

略三角，但無論如何，中美「制蘇安全協調關係」和「初步戰略關係」，仍舊作

為核心政治遺產回饋着整個1980年代乃至後冷戰時代的中國國家發展和道路

抉擇it。在上述戰略理路變遷背後，鮮明註寫着「革命」中國落幕與「現代化」

中國啟航這兩大共和國立身、發展的歷史符號和核心邏輯。其間，中國最高

決策層以「安全」與「實力」為着眼點的外交實踐，是研究者需要加以正視的重

要歷史記憶，同時也是當下決策者需要緊握的必要智慧。

註釋
1	 「緩和」（Détente）一詞源自法語，是國際關係和戰略研究的專用語，後來泛
指政治集團間謀求舒緩彼此緊張關係，但並不否認彼此存在矛盾和分歧的特殊狀

態。「緩和」一詞在尼克遜政府時期得到大規模運用，以至於「緩和」戰略幾乎成為

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主導下尼克遜、福特（Gerald R. Ford）政府對外戰略

思想的主題詞。冷戰時期美蘇關係曾出現三次「緩和」，即1950年代末、1969至

1979年，以及1987年以後。參見Michael B. Froman,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Detente: Coming to Term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2。

2	 例如，馬偉寧（Brendan Mulvaney）撰寫的〈中美軍事合作：演變及其主要影

響因素〉（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對中美自關係「解凍」直至80年代的安全

合作，以及冷戰結束後的中美軍事關係進行考察。作者注意從國家利益與國際環

境兩大變數解釋中美軍事合作，但相關論述不甚充分，並未運用外交檔案進行嚴

謹敍事，也未對中美安全關係不同階段的不同特質予以嚴謹、準確定義。張潤的

《冷戰背景下的聯美抗蘇戰略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較系統地討論冷

戰後期美蘇中戰略三角關係演變，以及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任領導人就對美、對蘇

戰略的調整，尤其從地緣安全與意識形態兩方面關注「聯美抗蘇」戰略。不過，該

書使用的美方材料以《基辛格回憶錄》為主，沿用了「聯華制蘇」、「聯美抗蘇」等泛

化概念，相關概念之闡述還可強化；同時也未分階段地精細定義中美安全關係。

c209-202207013.indd   80c209-202207013.indd   80 29/5/2025   下午4:1729/5/2025   下午4:17



	中美「制蘇安全	 81	

	協調關係」	
3	 關於中越關係變化與亞洲冷戰轉型、中美關係嬗變的主要成果如下：潘一寧

〈越南戰爭後期中越關係的演變（1968-1972）〉（《南洋問題研究》，2008年第3

期，頁91-99）一文認為，中越國家安全利益存在深刻的不對稱性，越戰後期中

越關係已存在明顯裂痕。邵笑〈論中國對越美和談態度的轉變及其對中越關係

的影響（1968-1971）〉（《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2期，頁96-105）一文認

為，中美關係變化對中越關係帶來直接衝擊，中國雖然繼續援助北越，但兩國存

在結構性的國家利益衝突。沈志華、李丹慧的〈中美和解與中國對越外交（1971-

1973）〉（《美國研究》，2000年第1期，頁98-116）強調，中國聯美外交與支援北

越革命之間存在國家安全利益和意識形態利益間的結構性矛盾。牛軍在《戰後東

亞秩序》（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1）中提出，中國對越南的革命援助是一

種「安全的革命」，一旦對越革命支援衝擊國家安全，中越親密關係便將終結，

安全的邏輯也將取代革命的邏輯。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 2, Crises and Déten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一書有章節專門考察1945至1975年間印度

支那戰爭與全球冷戰的關係，其中，羅格瓦爾（Fredrik Logevall）指出，尼克遜

政府為對華示好，在對越談判時答應北越軍隊可在《巴黎和平協約》（Paris Peace 

Accords）簽署後留在南方，致力於在越南問題上對華展現善意（頁300）。布拉

辛斯基也論述過1970年代中美兩國在越南問題上的協調與配合，參見Gregg A. 

Brazinsky,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7)。

4	 針對「對越自衞反擊戰」的代表性成果有：李桂峰、薛鵬程〈卡特政府對中國

「對越自衞反擊戰」的認知與因應〉（《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

究所〕，2023年2月號，頁105-22）一文認為，即便卡特政府不讚賞、不鼓勵中

國對越動武，但仍在戰爭爆發後制訂了敦促中越同時撤兵並偏向中國的預案。關

敬之、栗廣的〈從最新解密檔案看美國對一九七九年「對越自衞反擊戰」的立場〉

（《黨史研究與教學》，2016年第1期，頁33-46）一文認為卡特政府默認中國對越

戰爭決策，承認其有助於中美關係提質。張曉明透析了鄧小平對越戰爭決策的前

因後果，參見Xiaoming Zhang, Deng Xiaoping ’s Long War: The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1979-1991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5	 例如，張靜：《美國國務院與中美關係緩和研究（1969-1972）》（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72-2000）》（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4）等主要論著，均沒有重點研討中美關係走近的深刻安全動因，反

映出學界對中美關係史的研究仍舊偏重常規議題，對於1970年代初蘇聯謀求對華

核打擊的背景下中國存在深刻聯美訴求的安全因素之考察，仍比較薄弱。

6	 「初步戰略關係」（incipient strategic relationship）的說法源自布熱津斯基，

用以形容1970年代末以後加速形成、基於共同應對蘇聯擴張而系統升級的美中雙

邊關係。參見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邱應覺等譯：《實力與原則：

1977-1981年國家安全顧問回憶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頁594。

就這一說法，國內學界予以認可，也將這一時期中美關係定位為「戰略性關係」

與戰略合作。參見牛軍：《冷戰時代的中國戰略決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19），頁483；忻懌、趙水靜：〈20世紀80年代中美「初步戰略關係」的形成及其	

局限——以1980 年哈羅德．布朗訪華為中心〉，《軍事歷史研究》，2023年第4期，	

頁103-16。

7en　參見宮力：〈毛、周等人的決策與中美關係解凍（三）〉，《世界知識》，2001年

第2期，頁45。

8	 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著，王觀聲等譯：《1999：不戰而勝》（北京：世界

知識出版社，1997），頁248。

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2 July 1975), Lot File 94D176, Subject 

Files of the Offi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Mongolia Affairs, 1969-78, 
Box 7,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N3-059-99-05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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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學術論文 National Archives。以下引用如無特別註明，均來源於此；檔案名稱和日期由筆

者自擬，下同。

bkdp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北京：世界

知識出版社，1999），頁7。

bl	 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北京：中信出版

社，2012），頁272；“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19 November 1973),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簡稱FRUS）, 1969-1976, vol. XVIII, China, 

1973-1976, ed. David P. Nickl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432; Jussi M. Hanhimaki, The Flawed Architect: 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39; “(Top Secret)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Subject: My Visit to 

China” (19 November 1973), China Sensitive Chron Apr 1-Jun 30, 1976, Lot 

File 77D114, Box 374, RG 59, NND 979520, 1; “The Conduct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Policy Planning Staff (S/P), Directors’ Files (Winston Lord) 1969-77, Lot 
File 77D114, Box 381, RG 59, 1.

bm	 James R. Schlesinger, Public Statements of James R. Schlesinger, vol. VI, 

Secretary of Defense 1975 (Washington, DC: Historical Offic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1976), 25, 28.

bn	 “Minutes of a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24 January 1974), in 

FRUS, 1969-1976, vol. XXXVIII,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1973-1976, 

ed. Kristin L. Ahlberg and Alexander Wieland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2), 138-4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Nixon,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to PRC” (30 June 1973), www.fordlibrarymuseum.gov/	

library/document/0314/1552590.pdf, 1.

bo	 阮虹：《一個外交家的經歷：韓敍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頁

162。

bp	 《鄧小平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編輯組：《鄧小平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1），頁10。

bq	 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美國的全球戰略》（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頁

130；基辛格：《論中國》，頁272。

br	 “Talking Points on International Issue for Substantive Discussion with PRC 

Leaders”,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S/PC), Directors’ Files (Winston Lord) 1969-
77, Lot File 77D114, Box 381, RG 59, 2, 4-5.

bs	 參見陳兼：〈對「冷戰」在戰略層面的再界定——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

美國對華及東亞政策的轉變及其涵義〉，《國際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頁76-

95。

bt	 參見忻懌：〈1969年中蘇衝突對尼克森政府對華政策的影響〉，《戰略決策	

研究》，2021年第1期，頁23-43。

ck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3 January 1972), in FRUS, 1969-1976, 

vol. XVII, China, 1969-1972, ed. Steven E. Phillip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640-41.

cl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29 April 1969), in FRUS, 1969-1976, vol. XVII, 

China, 1969-1972, 29.

cm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Sino-Soviet-U.S. Triangle, United State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ugust 1975),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HN01843, 18.

cn	 “Memorandum from John H. Holdridge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8 October 
1969), in FRUS, 1969-1976, vol. XVII, China, 1969-1972, 105-106.

c209-202207013.indd   82c209-202207013.indd   82 29/5/2025   下午4:1729/5/2025   下午4:17



	中美「制蘇安全	 83	

	協調關係」	
co	 “Background—Japan’s Relations with Communist Asi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November 

1969), DNSA, JU01147, 1.

cp	 “Minutes of the Senior Review Group Meeting” (20 November 1969), in 

FRUS, 1969-1976, vol. XVII, China, 1969-1972, 129-37.

cq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11 February 1969), in FRUS, 1969-1976, vol. 

XVII, China, 1969-1972, 11-12.

cr	 牛軍：《冷戰時代的中國戰略決策》，頁377。

cs	 毛澤東：〈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載中華

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

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584-86。

ct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 13-9-70” (28 May 1970), in 

FRUS, 1969-1976, vol. XVII, China, 1969-1972, 215-17.

dk	 曲愛國：〈中國支援部隊在越南戰場的軍事行動〉，載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

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頁101。

dl	 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72-2000）》，下冊，頁510。

dm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568.

dnd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9 July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 

XVII, China, 1969-1972, 388-93; 394.

do	 有關情況可參見忻懌：〈尼克松政府時期美中防務關係的初步發展〉，《中共黨

史研究》，2016年第2期，頁41-51；〈英國售華「斯貝」軍用發動機及美英「有限

武裝扶華政策」探析〉，《安徽史學》，2021年第4期，頁130-40。

dq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2 February 1972), in FRUS, 1969-1976, 

vol. XVII, China, 1969-1972, 701.

ds	 邵笑：〈論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及其影響〉，《世界歷史》，2011年第6期，頁

72。

dt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3 January 1973), in FRUS, 1969-1976, 

vol. XVIII, China, 1973-1976, 4.

ek	 “Memorandum from John H. Holdridg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18 
January 1973), in FRUS, 1969-1976, vol. XVIII, China, 1973-1976, 14.

el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27 February 1973), in FRUS, 1969-1976, vol. 

XVIII, China, 1973-1976, 205.

em	 張威、劉子奎：〈中國對1971年南亞危機的反應和對策〉，《當代中國史研究》，	

2010年第3期，頁99-101。

eo	 “(Top Secret)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Subject: My Visit to China” 

(19 November 1973), 2.

ep	 Jussi M. Hanhimaki, The Flawed Architect , 272-7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8 February 1973), in FRUS, 1969-1976, vol. XVIII, China, 1973-

1976, 167.

eq	 “China’s Dual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2 January 1976),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S/PC), Directors’ Files (Winston Lord) 1969-77, Lot File 77D114, Box 
381, RG 59, 1.

er	 參見忻懌：〈安哥拉內戰與美中關係——基於美國「聯華援安」戰略始末的考

察〉，《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頁170-73。

es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2 July 1975), in FRUS, 1969-1976, vol. 

XVIII, China, 1973-1976, 707.

c209-202207013.indd   83c209-202207013.indd   83 29/5/2025   下午4:1729/5/2025   下午4:17



84	 學術論文 et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北京：中央

文獻出版社，2004），頁618、623；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8), 101。

fk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2 July 1975), NN3-059-99-057, 1.

fl	 美蘇第三次緩和直至1987年才開啟，而第二次緩和在1979年底已終結，因

而1979至1987年是中國發揮制蘇安全價值從而助力中美關係的有利時間窗口。

fm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科學技術部編：《鄧小平科技思想年譜（1975-1994）》

（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4），頁142。

fn	 參見忻懌、趙水靜：〈20世紀80年代中美「初步戰略關係」的形成及其局限〉，

頁103-16。

fo	 “(Secret) Interagency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Sino-Soviet Competition 

in Indochina” (14 November 1978), CIA FOIA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0000261922, 5.

fp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Certain Diplomatic Posts” 	

(8 Jan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 vol. XXII,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ed. David P. Nickles and Melissa J. Taylo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7), 143.

fq	 “(Secret) Insurgency in Thailand”, Extract from Commander-in-Chief, 

Pacific (CINCPAC), CINCPAC Command History, vol. 1 (1981): 87.

fr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to President Carter” (26 Jan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XII,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155.

fs	 “Memo, Dodson for Brown et al., 29 Sep 1978, w/attached Study in Response 	

to PRM 36, 18 Aug 1978”,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USDDO), 

CK3100159101, 1; Edward C. Keefer, Secretaries of Defense Historical Series, vol. 

IX, Harold Brown: Offsetting the Soviet Military Challenge, 1977-1981 (Washington, 

DC: Historical Offic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7), 489-90.

ftgm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9 Jan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1973-1976, ed. David P. Nickl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746-47; 747.

gk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9 Jan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1973-1976, 767-70.

gl	 “Oral Presentation by President Carter to Chinese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30 Jan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1973-1976, 

771-72.

gn	 李桂峰、薛鵬程：〈卡特政府對中國「對越自衞反擊戰」的認知與因應〉，頁105。

go	 “(Top Secre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morandum for Secretary 

Kissinger” (1 November 1973),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S/PC), Directors’ Files 
(Winston Lord) 1969-77, Sec Visit to Peking NSC REF, Nov 1974, S/P Mr Lord, 

Lot File 77D114, Box 370, RG 59, 1.

gp	 “Memorandum for President Jimmy Carter from Zbigniew Brzezinski 

Regarding a U.S. Plan of Actio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Invasion of Vietnam”, 

USDDO, CK2349155974, 1.

gq	 “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Deputy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Aaron) and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Holbrooke) to the Deputy Chief of the Liaison Office in China (Roy)” 

(16 Febr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1973-1976, 802.

gr	 “Minutes of a 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Meeting” (17 Febr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1973-1976, 804.

gs	 “Minutes of a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16 Febr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XII,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157-59.

c209-202207013.indd   84c209-202207013.indd   84 29/5/2025   下午4:1729/5/2025   下午4:17



	中美「制蘇安全	 85	

	協調關係」	
gt	 “Summary of Conclusions of a 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Meeting” 

(21 Febr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XII,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170.

hk	 劉連第、汪大為編著：《中美關係的軌迹：建交以來大事縱覽》（北京：時事

出版社，1995），頁6。

hl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4 February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VI, Soviet Union, ed. Melissa J. Taylo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521.

hm	 參見忻懌：〈「讓中國人同我們站在一條船上」——論英國對華軍售（1973-

1982）〉，《冷戰國際史研究》，2019年夏季號，頁230-56。

hn	 “Report Prepared in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20 March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1973-1976, 838.

ho	 Xiaoming Zhang, Deng Xiaoping ’s Long War, 105.
hp	 布熱津斯基：《實力與原則》，頁31。

hq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Brown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23 March 1979),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1973-1976, 843.

hr	 “China-U.S. Relations” (3 December 1981), CRS-1981-FND-0038, Agency: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Defense Division, CRS Report, IB7605, 13.

hs	 “(Top Secret) Assistance for the Nicaraguan Resistanc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4 December 1984), DNSA, IC00644, 3; “Chronology, Nicaragua: The 

Making of U.S. Policy, 1978-1990”, DNSA Collection: Nicaragua.

ht	 “(Top Secret) Warning Assessment: China-East Asia Pacifi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ational Intelligence Officer for China” (26 February 

1980), DNSA, CI02179, 4-5.

ik	 “Letter from Mr Weston (Washington) to Mr Mallaby” (10 January 1980), 	

Weston, P. John,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 3, vol. 8, FCO28/3984,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DBPO040080038.

il	 加迪斯（John L. Gaddis）著，時殷弘譯：《遏制戰略：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

政策評析》，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XII。

im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8 January 1980), in FRU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1973-1976, 1056.

in	 Edward C. Keefer, Secretaries of Defense Historical Series, vol. IX, 570-72.

io	 文安立（Odd A. Westad）著，林添貴譯：《躁動的帝國：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

國與世界》（台北：八旗文化，2013），頁332。

ip	 毛澤東：〈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載中共中央

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29。

iq	 〈鄧小平同志在對越自衞反擊戰情況報告上的講話〉（1979年3月16日下

午）。轉引自樊超：《合作與共贏：蜜月期的中國與美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

社，2016），頁126。

ir	 參見基辛格：《論中國》，頁390；Lewis D. Solomon, Paul D. Wolfowitz: Visionary 	

Intellectual, Policymaker, and Strategist (Westport, CT: Praeger, 2007), 47。

is	 East-West Technology Transfer: A Congressional Dialog with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 Dialog  (Washington, DC: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4), 122.

it	 參見王珂、樊超：〈關於1982年夏季中國外交決策會議的考證——兼論當代

外交研究的史料與方法〉，《冷戰國際史研究》，2019年夏季號，頁283-93。

忻　懌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區域國別研究院副教授。

c209-202207013.indd   85c209-202207013.indd   85 29/5/2025   下午4:1729/5/2025   下午4:17


